
　　清代州县词讼积案与上级的监督

邓 建 鹏 

内容提要：清代法律制度在要求州县官及时审结自理词讼方面，多有细致而严格的

规定，但在基层司法实践中，自理词讼积压却异常严重。自清中期以降，历任皇帝

在位时多发布各种上谕，催促各省高官监督基层官员及时审结案件。州县官必须按

月向上级申送自理词讼清册，以供上司核查。就制度而言，州县官听讼面对知府、

道员及省级官员等重重监督的压力。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多层级高压并未带来有效

的监督效果。多层级监督体系效率低下，地方官之间基于利益合谋，共同规避中央

的监督要求。上级监督州县官听讼明显具有 “人存政举”的特征，统治者对导致词

讼尘积的客观因素 （如人口剧增、经费有限）视而不见。州县官处理命盗案件审转

尚且顾及不暇，遑论自理词讼，因此词讼积压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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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对自理词讼态度的转变

　　在清代的法制与司法实践中，诉讼大致分为自理词讼与刑名案件两大类，前者多为户

婚田土等 “细故”类案件，后者多属人命或盗窃等重案。刑名案件关涉社会治安和政治稳

定，故有严格的逐级上报审转制度。〔１〕在清代前期，地方官审理刑名案件向为朝廷重视。

相较而言，自理词讼州县官可全权自理，不必上报审转，并非朝廷关注的重点。

　　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年），江南道御史胡秉忠称：“臣核议江南审理案件，有沉搁十有余年
者，江南如是，他省可知。乞敕直隶各省督、抚将旧案立限清查。凡重大之罪应奏请者，

请旨处分，应发落者，即行批结。”皇帝据此认为：“刑名关系重大，如此沉搁日久，其中

显有情弊。”〔２〕一方面，康熙要求官员及时审结刑名案件，另一方面，受长期的无讼思想

影响，他并不赞同地方官好收词讼，甚至对此类行为屡加批评。在康熙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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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任浙江巡抚赵申乔受到严厉批评，即是其中的例子。康熙谕大学士等曰：“朕临幸

杭州，咨访百姓，言赵申乔好收词讼，民多受累。”他的理由是，官员应以安静不生事为

贵，好收词讼将引发刁民兴讼，使被讼之人倾家荡产。〔３〕康熙当年再次与大学士和九卿谈

话时，重复了对赵申乔的这一批评。〔４〕

　　这种思维延续至雍正。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湖南巡抚布兰泰参奏衡山县知县张翼包

括不接受民间词状在内的种种不法行为。雍正唯独对 “不肯接受词状”持异议，理由与其

父辈类似：“民间词状，虚妄者多，一概接受，必启刁民诬告健讼之端，此风断不可长。若

以收受词状之多寡，定属员之贤否，则必致以此相尚，生事滋扰矣。”〔５〕

　　不过，自清中期以降，皇帝对自理词讼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自乾隆时起，朝廷对地

方官 “好受词讼”的批评很少再现。相反，皇帝与大臣开始频繁催促地方官及时审结自理

词讼。这种转变对拥有监督州县官职责的省级官员而言，亦带来连锁反应。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４年），陕西巡抚陈宏谋奏称：“州县自理词讼，上司无案可查，多致延搁。请通行各
省巡道，每到州县地方，即将讼案号簿提查。如有未完，勒催；……仍将未完几件，开单

移司；再有延宕，详参议处；其知府、直隶州未结词讼，照此办理。”〔６〕陈宏谋指出，由

于上级未能核查州县官听讼，致使自理词讼积压。他提出由道员负责监督的实施细则，得

到了吏部同意。由于词讼尘积问题在清中期以降愈趋严重，逐渐引起皇帝忧心，相关监督

日益强化。比如，麦考利 （ＭｅｌｉｓｓａＡ．Ｍａｃａｕｌｅｙ）研究发现，在乾隆本人及高层官员督促下，

至１７５９年福建省尚有 ４７０８件等待处理的案件被推给下一年官员负责。从县、府到省级衙
门中悬而未结的大量案件困扰清代中国每一个省。〔７〕学者指出，乾隆朝上自皇帝、刑部，

下到督抚两司，对州县自理词讼的大量尘积，均有普遍而深刻的认识。〔８〕

　　张经田 （乾隆年间进士、曾官至贵阳兵备道）指出，州县官对刑名案件和自理词讼的

态度迥异：“亲民之官莫如州县官，以治民而其要归于爱民。凡于命盗案件，罪名出入，民

命所关，皆知讲明切究，加意慎重，每于词讼辄轻心掉之。”〔９〕张经田批评州县官审理词

讼时漫不经心。不仅如此，学者基于乾隆朝的大量事例指出，除了自理词讼，州县主官甚

至对关系考成的命盗重案亦迁延不结，〔１０〕侧面证明其对和考成关系不大的自理词讼更是持

消极态度。此间的司法弊端引发了清中后期的制度变革。学者认为，在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年），政府再次强调对户婚田土讼案当事人来京控告治以越诉之罪，但到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京控”改革，皇帝要求所有京控案件俱不准驳斥，京控政策发生重大改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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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当于京控同时向自理词讼开放。

　　在清代历任皇帝中，嘉庆被认为 “尤留意刑狱，往往亲裁”。〔１２〕他重视刑名案件，但

并未忽视自理词讼。嘉庆对地方词讼积案的重视超过其父祖。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在
接到福建巡抚张师诚奏称 “民风虽属好讼，如果地方官听断公平，则逞刁挟诈之徒亦不难

令其心服等语”一折后，皇帝认为这些表述 “尤属正本清源之论，甚得要领。果能实心实

力，照此办理，亦何虑积案不清、锢习不改？”〔１３〕与祖辈不同，嘉庆没有否定地方官受理

词讼的行为，却指出积案弊端是由于地方官不能公平听断所致。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年），
皇帝接到御史奏报后指出：“向来州县审理词讼，无论案情大小，定例俱有限期，近日各省

不能实力奉行。州县承审大案，于通详时报有起限日期，尚知虑干参处，不敢迟延。其自

理词讼，多不详报起限，往往任意延搁。”〔１４〕上谕认为，与审理命盗要案不同，州县官往

往对自理词讼漫不经心，常未能按时审结完毕。

　　嘉庆留意州县官听讼活动，一些省级高官向他汇报时，对积案数据多有统计，详情见
下表：

时间 上奏人 积案详情 信息来信

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
漕 运 总 督

铁保

各省粮道及府、卫审讯词讼未结的，

共有６６０余案。
《清实录》第２８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第８０９页以下。

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
江西新任巡

抚金光悌

本省巡抚衙门未结词讼有 ６９５起，藩
司衙门未结的有 ２６８起，臬司衙门未
结的有５８２起，盐道、各巡道未结的
有６５起。嘉庆帝据此推测省城附近，
已有１６００余起未结之案，则其余府、
厅、州、县未结词讼估计不下万余起。

《清实录》第３０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第２８７页以下。

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
直隶新任总

督温承惠

直隶总督衙门自理词讼未结的有 ５７
起，藩司、臬司两衙门自理词讼未结

的均达二百数十起之多。

《清实录》第３０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第３７５页以下。

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
福建巡抚张

师诚

本省巡抚衙门未结词讼至少有２９７７案
之多。

《清实录》第３０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第３９７页以下。

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年）
新任河南巡

抚清安泰

河南省各衙门未结各案，以藩司衙门

最多，计有 １８０案，其余巡抚、司、
道等衙门未结案件，自二三十案以至

一二案不等。

《清实录》第３０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第５９１页。

嘉庆二十三年

（１８１８年）
不明

温承惠接任山东省按察使一职时，积

案有４０００余件之多。
《清实录》第３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第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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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上奏人 积案详情 信息来信

嘉庆二十三年

（１８１８年）
山东巡抚和

舜武

山东巡抚衙门积案１３７４起，臬司衙
门积案６０８０余起。

《清实录》第 ３２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第６４６页。

嘉庆二十四年

（１８１９年）
新任山东臬

司童槐

前任臬司温承惠滥禁无辜，案件积

压１０００余起。
《清实录》第 ３２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影印版，第７８３页。

　　上表有的仅显示省级衙门的案件积压数量，按嘉庆的推测，基层情况当有过之而无不
及。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皇帝接到铁保奏称后说：“因思总漕专司漕务，发审未结事件即
有六百六十余案之多，地方有司词讼纷繁，其历年积压者，更不知凡几。”〔１５〕地方官连事

关政绩考核的命盗案件均无暇处理，自理词讼严重积压更是可想而知。由上表可知，在经

济较发达、人口密度大的东部各省，多出现词讼严重积压的记录。其中，山东积案非常典

型，给嘉庆与时任省级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地方词讼尘积，民怨沸腾，因此，清中后期皇

帝频繁发布各种督促地方高官监督州县官及时结案的上谕。通常，与地方官审案是否公正

或法律适用是否正确等问题相比，积案外在直观，便于量化查核，更易引起上层关注。嘉

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皇帝上谕内阁时指出： “案件积压，狱讼滋繁，小民等冤屈莫伸，讦
告愈炽，是以赴京控案，近更累累，

2

茸因循，莫此为甚。”〔１６〕皇帝认为，案件积压与京

控数量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清理词讼尘积成为上级监督州县官听讼的重心。据当时

的观念，上级监督州县官听讼，已经将案件是否积压作为重要考察指标。〔１７〕

二、词讼积案的制度应对和实效质疑

　　为应对词讼尘积，朝廷在制度上多有努力。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据刑部议定、奏准
新例，规定自理词讼号簿除了列明案件已结、未结缘由外，州县官还必须在每月自理词讼

清册上注明如何审断、准理、拘提、完结月份等更详细的内容，供本省各级上司监督。州

县官任意拖延词讼的审结，依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惩处。〔１８〕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乾隆
十九年 （１７５４年），刑部两度就此问题议定、奏准新例，其与下引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内容大体相同。〔１９〕

　　作为国家法制的一部分，《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对州县官听讼有详细规定：一，县官设
立自理词讼号簿，由府州按月监督；二，道员将州县官员审理自理词讼的简况汇报给按察

使、布政使，并申详督抚；三，州县官审案违背时限，给以相应行政惩罚；四，州县官审

案违法，负有监督职责的官员承担连带责任。〔２０〕《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另详细规定官员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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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页。



任时，必须将所有审理的案件卷宗按要求及时向新任官员交接，且上述每一阶段州县官违

规，均有相应处分。〔２１〕上述规定为时人熟知，并在一些著作中被征引，〔２２〕可见该法令在当

时有较大影响。

　　受皇帝态度和国家法令影响，乾隆至同光年间，浙江、江西、山西和福建等地省例对
基层官员审理案件时限及相应功过奖惩多有规定。〔２３〕许多省级官员提出了监督州县官听讼

的对策或细则。陈宏谋任陕西巡抚时，认为要兴利除弊，须先知各州县详情，但若亲自派

人调查，成本太大，所呈仅得梗概，不如汇开条款专札，下达各府州，速即转谕各州县逐

一登答。条款之一为：“自理词讼几日收呈，几日批发，几日审结，曾否遵例将已、未完事

件造册通报，所造之册有无遗漏。”〔２４〕光绪年间曾任山西、江苏等地巡抚的刚毅拟订了详

细的自理词讼月报清册格式，该格式要求府
3

州
3

县将自理词讼各案，分为 “旧管”“新收”

“开除”“实在”四类案件，注明已结、未结，按月开具清折，申送上级查核。〔２５〕

　　综合上述制度可知，州县衙门必须按月将自理词讼审理情况汇编成册，送本省各上级
衙门考查。一省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等至少六个上级机构必须定期

考查州县衙门听讼状况，以督促州县官及时结案。对此，邱澎生认为，固然命盗重案的审

转压力与审限罚则对官员带来更大压力，但清代州县官审判细事时所面对的审结压力也不

能轻估。他进而引用汪辉祖在 《学治臆说》中的言论，“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诚哉

是言也。一部 《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尽管汪辉祖写此段文字是

要劝官员有关 “失察、迟延”审判与征税期限等 “公罪案件”。但由这种 “琉璃屏触手便

碎”的比方看来，“失察、迟延”指的正是审转与审限制度的加严加密，连带而来的议处，

则确实造成当时地方司法官员的压力与难为。〔２６〕

　　单从制度而言，上级对州县官清理积案等司法活动的监督甚严，似非听之任意妄为。
然而，在时人眼中，对此却有另一种声音。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包世臣谓：“至自理词讼各

件，则从无遵例按月册报各上司者。州县交代之时，虽造交代案册申送，然皆仿照前届交

代原册，略增数案。各上司收受文册，从不核对驳问，绝不闻有以隐匿遗漏案件揭参之事。

及民人上控，亦不提交代案件册，查核此案曾否造入。即州县审结自理各案，亦从不遵例

申报，各上司无凭查核。其卷宗除奉文提审之案，从不粘连用印。”〔２７〕

　　以包世臣所述，州县官从未遵守法规上报自理词讼册，官员离任时也不严格向继任者
交接卷宗，当事人上控时，上级并不核对申送的词讼册。这个论断似乎相当绝对，然恐非

虚言，当时权威文件可与此相佐证。如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６年）上谕称： “是以向例于州县
自理词讼，设有循环印簿，申送上司考覆，以杜积压，乃近日视为具文，不过按月申送一

次，全无稽察。”〔２８〕此份上谕认为，近来州县官员申送的循环印簿并未得到上司仔细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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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０〕，沈椒生等校勘书，卷八 《离任·词讼交代》，第１５页。
除下文引汪辉祖的叙述外，清代中后期著名学者包世臣亦曾引用上述 “处分则例”条款。参见 （清）包世

臣：《齐民四术》，潘竟翰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２页以下。
参见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９页。
（清）徐栋 （辑）：《牧令书》卷二，《政略·咨询地方利弊谕》，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参见 （清）刚毅：《牧令须知》卷六，《刑房文移稿件式·词讼·词讼月报》，清光绪十八年京师刊本。

参见邱澎生：《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冲击》，《新史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４７页以下。
前引 〔２２〕，包世臣书，第２５５页。
《清实录》第３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版，第６７页以下。



其从侧面透露，监督州县官听讼的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或是两个不同世界。

　　那么，上级官员如何监督州县官及时听讼？监督实效如何？州县官面对上级的压力，
其应对词讼尘积的效果如何？虽说近十余年来涉及清代州县司法的研究成为法律史领域中

的 “显学”，但是对此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赵晓华与尤陈俊等涉及到清代的积案研究，〔２９〕

受主题所限，他们未对上级官员监督州县官听讼作专门研究。李凤鸣据 《钦定吏部则例》

等法规，从文本层次讨论州县官听讼的审限及违限责任，但未论及实效。〔３０〕魏淑民主要对

乾隆朝州县积案作了深度史料梳理，但对其积案形成原因、督抚督促州县官听讼效果的分

析有待进一步研究。〔３１〕

　　为此，本文在叙述清朝高层官员以至皇帝对州县官审判的忧心、订立法制和采取对策
后，将分析道员、按察使和督抚等地方高官监督州县官听讼的实效；最后，探讨词讼尘积

长期存在以及监督机制失灵的原因。

　　本文所选文献主要源自 《清实录》《樊山政书》《道咸宦海见闻录》《大清律例》与部

分司法档案等。首先，《清实录》是详细反映朝廷和省级高官间讨论词讼尘积问题的权威材

料；其次，清代遗留的案例集甚多，州县官是其最主要的作者，高层官员专门叙述监督州

县官处理积案的文献，则仅在 《樊山政书》等有限文献中方有集中体现；〔３２〕再次，张集馨

于道光至咸丰年间曾在山西、福建、四川、贵州和甘肃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和布政

使等多种职位，他在 《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私自记下对其他官员听讼方面的广泛评价，

这些评述同州县官自编同时具有自我美化目的的文集相比，提供了更多未经删节的真实司

法侧面；最后，《大清律例》等为今人理解当时相关制度提供了重要信息。

　　如学者所述，地方官僚自己出版判牍的目的是将各种判例留给后来人作为参考，同时
记录下自己作为地方官僚的事迹并夸示自己如何巧妙地解决疑难案件等等。可以想见，编

集判牍时，他们当然会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甄选。〔３３〕据常理，官员编选出版判牍文集时，

不大可能选编自身在司法上违规的事例。比如尹会一将自己任河南巡抚时的部分公文汇编

成书，宣扬包括如何督促下属结案等政绩。〔３４〕然而，山东道御史宫焕文在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
年）却弹劾尹会一任河南巡抚三年来，“审谳多有舛错，盗劫渐至频闻。”这一点亦得到乾

隆确认。〔３５〕同样，在司法档案中大都不会记录官员自身的违规行为。因此，我们通过高层

官员对其他官员司法的评述，不同文献交叉 “质证”，似可探寻真实的司法世界。

三、道员监督州县官听讼的实践

　　在各级上司中，道员首负监督州县官审结词讼的重职，他们是连接州县官和省级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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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晓华：《晚清的积案问题》，《清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２３页以下；尤陈俊：《“案多人少”的应
对之道：清代、民国与当代的比较研究》，《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４７页以下。
参见李凤鸣：《清代州县官吏的司法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８〕，魏淑民书，第５０页以下。
参见 （清）樊增祥：《樊山政书》，清宣统二年金陵刊本。

参见 ［日］山本英史：《健讼的认识和实态———以清初江西吉安府为例》，阿风译，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

研究院编：《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９８页。
参见 （清）尹会一撰、张受长辑：《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一，《饬速结案》，畿辅丛书初编。

参见 《清实录》第１０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版，第５６６页。



的关键节点。道设置于省、府之间，是省级政权的派出或办事机构。道员的主要职责是协

助督、抚、藩、臬等地方高官管理政务，监督府、县，主监察而无地方专责。道有分守道

与分巡道两种，自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年）以后，道员一律为正四品，二者合而为一，仅名
称不同，实质无异。〔３６〕道员有巡视、监察所辖州县的职责，前引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与

《大清律例》在这方面均有重点提及。

　　前文引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４年），吏部等部议覆陕西巡抚陈宏谋奏称，要求各省分巡道
每到州县，即将讼案号簿提查，并将具体情况向按察使汇报。分巡道有督办之责，如果瞻

徇怠玩，总督、巡抚据实参处。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江西按察使石礼嘉奏称：“州县
自理词讼多拖延不结，请按季参处等语。查未完案件，例于每月底汇奏。恐日久渐弛，应

再行各督、抚，饬该州县，务将每月循环号簿造送府、州查核，并令巡道提验。如逾限不

结，移司详报督抚咨参。仍勒限速结，于下月册内查销。该管道、府不查催开参，督、抚

分别参处。”〔３７〕至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年），吏部议准大理寺少卿江兰奏称：“嗣后州县自
理词讼除责成道员按例稽查外，应并饬令该管知府、直隶州实力查催。倘州县任意稽延，

该管府州漫不查催，即令巡道揭参议处。”〔３８〕这两则规定要求知府、直隶州知州监督知县

听讼；道员有权查验府州官员监督的状况；监督不力的官员由道员上报督抚参处；如道员

本身监督不力，将受督抚参处。

　　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年），吏部议定、奏准新例规定：“巡道查核州县词讼号簿，如有
告到未完之案，号簿未经造入，即系州县匿不造入，任意迁延不结。先提书吏责处，并将

州县揭报督抚，分别严参。其有事虽审结，所造断理不公，该道核其情节可疑者，立提案

卷查核改正。”〔３９〕道员监督州县官听讼涉及两方面：是否及时结案以及判决是否公正。道

员有责任核对号簿所载案件以及到州县直接处理诉讼，比对号簿是否完全载录案情，以分

析州县官是否匿案不报。

　　道员之责虽规范明确，但是否严格执行，则另当别论。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吕坤巡抚
山西时认为，由于事务烦忙等因素，诸如按察使和布政使这样的省级高官几乎不可能将访

查州县官审判作为常规政务，故设道员分担两司职责。但在现实中，道员巡视州县时，往

往与州县官打成一片，收受好处，不再以指摘地方司法弊端为本份。〔４０〕清代道员同样基本

未恪守职责。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年），雍正对四川事涉钱谷的案件越过道员直至按察使或布
政使，令本有受理、审断案件权限的道员形同虚设一事，甚为不快。〔４１〕然而他要求道员审

断地方诉讼、申转案件的上谕后来却成为一纸空文。

　　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向皇帝提议由分巡道负责提号簿查覆时指
出：“州县率多任意延搁，或将号簿藏匿，种种蒙混拖累，皆由巡道不实力稽查所致。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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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奏，责成巡道于所到各属，查提催结。如有前项弊端，照疲玩参处。徇情枉断者，按所

犯轻重，指参严处。巡道徇庇者，照例降调。”李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４２〕朝廷多次饬令

道员严守本职，恰表明该制度未得到有效落实。

　　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年），皇帝收到御史贺熙龄上奏后，再度饬令道员实心查核州县词讼

循环簿，〔４３〕侧面反映道员依旧疏于职守。以具体实例而言，张集馨在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

年）接任山西雁平道道员一职，发现 “历来前任从不问案，尘牍甚多。”〔４４〕包世臣指出：

“州县自理词讼例载：‘按月摺报，由道员查核是否依限断结。’从前各州县积案繁多，并不

遵例摺报，止于交代时造案件交代册，由道员核送臬司，转送藩司，入于交案。其册内开

载，寥寥数件，久成具文。”〔４５〕包世臣认为州县官离任时，只在交代册内开载数起案件，

道员监督其听讼的制度已徒有空名。包的言论确非虚言，迄至晚清，曾任刑部尚书的薛允

升亦感慨道员 “有巡历之名，并无巡历之实，亦具文耳，而此官不几成虚设乎！”〔４６〕

四、自理词讼清册制度的运行效果

　　除了道员，诸如按察使、布政使及督抚等省级官员通过查验州县官每月上报的自理词

讼清册，为上司监督州县官清理积案的另一途径。上级官员核查州县官上报的自理词讼清

册详情，在 《樊山政书》有较为集中的反映。根据该书 “自序”可知，书中收录的公牍为

樊增祥自１９０１年在陕西按察使至１９１０年江宁布政使任上所为。

　　监督州县官听讼为按察使与布政使的职责之一。〔４７〕不过，与道员专司监督不同，省城

官员事务繁忙，下访基层事涉长途奔波，故每月核查州县官主动上报的自理词讼清册，是

省城官员监督其听讼的常态方式。《樊山政书》共１０４份公牍涉及各州县厅上报的自理词讼

清册。樊增祥接任陕西布政使一职，核查自理词讼清册后发现，各州县官每月上报的自理

词讼平均为三起左右。〔４８〕

　　清律规定，在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户婚田土等案件不予受理。〔４９〕因此，冬季当

属官员受理自理词讼的重要时段。樊增祥在陕西省数地长期担任知县，对于某州县每月实

收若干案件了如指掌。诸如宁羌州赵牧上报的自理词讼册，尽冬月一月，仅有稀松平常的

一案。樊增祥指责该州赵知州 “懒于坐堂，并懒于相验。”〔５０〕樊增祥将此事 “登报俾知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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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７〕，《清实录》第１７册，第１００９页。
参见 《清实录》第３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版，第４２６页。
参见前引 〔１７〕，张集馨书，第４５页。
前引 〔２２〕，包世臣书，２４１页。瞿同祖叙述了道员对州县官司法审判的监察，参见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
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３页以下。但瞿的研究主要基于文本上的制度规定，而
非实况。

前引 〔１８〕，胡星桥等主编书，第６８６页。
按察使和布政使职务的详细说明，分别参见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册一，我国台湾地区 “中研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７５页；前引 〔３６〕，织田万书，第２４４页以下。
樊增祥称：“各属月报册大抵三两案居多，本司是过来人，岂不知某州某县每月当有若干案？”参见前引 〔３２〕，
樊增祥书，卷十二 《批石泉县词讼册》。类似说法，另参见该书卷十，《批临潼县李令自理词讼月报清册》。

参见 《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例文。到了清代中后期，这种时间限制日渐减少。

前引 〔３２〕，樊增祥书，卷十一 《批宁羌州赵牧自理词讼月报清册》。



厉”。官员少报案件并非仅见于宁羌州一地，樊增祥指责临潼县李令所报 “自理词讼大率类

列两三案塞责”。〔５１〕这种情况在其它省同样存在，晚清徽州知府刘汝骥称，其所辖各县

“词讼简明册，每月所报者不过四五起，皆一堂断结，其实隐匿漏延，在所不免。即人人清

献，亦未必只有此数。”〔５２〕

　　上述自理词讼清册登录的案件数量甚少，至于州县平均每月受理或审结的词讼实际数
量，笔者找到一些相对真实的数据，以资参考。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年），据湖广总督讷尔
经额奏称，阮克峻 “在襄阳县任内，审结自理词讼四百余起，承审前任内结、外结、命盗、

奸拐、窃杂及上控委审等案二百三十起，自理词讼一百八十起，”因此对阮克峻给予奖励。

道光认为，“阮克峻在襄阳任内，将及两载，核计所结自理词讼，每日审理不及一案，并不

为多，”因此下令撤销对阮克峻的奖励。〔５３〕这位湖北县令在任内将近两年，审结本人任内

的自理词讼及前任自理词讼共计５８０起，一年近３００起，每月审结案件近 ３０起，皇帝却认
为并不算多。

　　道光的洞见符合事实。比如在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年）前后，高廷瑶在安徽六安州任知州
时，称十个月内审结案件１３６０余起，〔５４〕平均每个月审结大约１３０余起案件，则每月受理的
案件当不小于此数。高廷瑶的听讼效率远超过阮克峻。光绪朝后期任山东登州府莱阳县知县

的庄纶裔在给上司的公文中提及：“卑职到任已将五载，审结词讼案件不下数千起。”〔５５〕宣统

年间徽州知府刘汝骥称每月受理的案件不下２０余起。〔５６〕乾隆十六年 （１７５１年），福建道御
史李友棠奏：“江浙地方词讼，繁难州县，日约二三百件，简僻者亦不下百件。”〔５７〕这里所

说的 “二三百件”当指诉状。某一案件可能涉及若干状纸，但知县每日收受两三百份诉状

为数惊人。陈其元在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年）任江苏南汇县知县时，三月内 “除寻常自理之案

外，审结历任积案三百八十余起，”〔５８〕则月均审结案件１００余起以上。
　　据夫马进统计，同治年间 （１８６２—１８７４年），四川巴县每年诉讼案件为 １０００至 １４００
件，年均约１０９８件。〔５９〕根据１９０７至１９０９年该县知县呈交的报告称，巴县衙门在此期间年
均受理民事新案为６３３起，不过，这个平均数很可能要比其实际受理的自理词讼数量少。出
于政绩考虑，县官习惯于向上少报其受理的讼案数量。〔６０〕这样计算，巴县在同光年间，每

年新收案件大致１０００起，平均每月收案８５起左右。虽说巴县县域广阔，乃川东经济、政治
与文化中心，非前述诸如陕西各州县可比。但陕西等各州县官每月上报仅两三起案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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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２〕，樊增祥书，卷十 《批临潼县李令自理词讼月报清册》。

（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禀详·徽州府禀地方情形文》，清宣统三年安徽印刷局排印本。

参见 《清实录》第３６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版，第４３４页以下。
高自称：“忝牧斯土十阅月矣，检词讼簿经断结者，凡千三百有六十余宗。”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

上，清同治十二年成都刊本。

（清）庄纶裔：《卢乡公牍》卷一，《上登州府宪吴论上控情弊虚实禀》，清末排印本，序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
年）。

前引 〔５２〕，刘汝骥书，卷十 《禀详·徽州府禀地方情形文》。

前引 〔６〕，《清实录》第１４册，第１２４页。
参见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杨璐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９１页。
参见 ［日］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范愉译，载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

文献研究》第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０页。
ＳｅｅＢｒａｄｌｙＷ．Ｒｅｅｄ，ＴａｌｏｎｓａｎｄＴｅｅｔｈ：ＣｏｕｎｔｙＣｌｅｒｋｓａｎｄＲｕｎ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ｐ．２０５．



然不合常理，方引起樊增祥等的批评。综上所述，清代中后期大部分州县每月受理的词讼

当平均不少于３０起，〔６１〕这意味着，许多州县官未依法执行自理词讼清册制度，向上级如实
汇报听讼实情。

　　其间缘由，樊增祥作过深刻分析：有的州县官自己不能动笔书写案情与裁决，幕友亦
难以代劳；有的州县官每月悉数上报词讼，担心因其间破绽受上司斥责；有的州县官所断

之案每月虽多，但有愧于心，不堪示人；有的州县官臆度他公事烦多，如不上报词讼亦无

力察及，上报案情反遭上司挑驳。〔６２〕

　　樊增祥据自理词讼清册的记录，对那些听讼明显欠妥的州县官予以批评和警告。如在
留坝厅祝自申控杨邦兴一案中，厅丞审断过于武断。樊增祥警告厅丞以后倘再犯此等糊涂

颠倒之病，“勿怪本司不情也”。〔６３〕此外，樊增祥还对个别州县官员给予记过处分。长安胡

知县详报李郁芳、李刘氏争继一案中，樊增祥指责知县将清律 “爱继”“应继”概念误作 “爱

孙”“应孙”。〔６４〕知县错判 “著记大过一次，永远不准在首县发审。”〔６５〕山阳县刘知县在错

判及有污妇女名节、受到上司责罚后上书辩解，招致樊增祥指责其 “无才无识而犹怙过不

悛”不但不自咎责，反而悻悻求胜，“候即日移请藩司会详撤任。”〔６６〕在赵鼎五亡故后妻妾

争财构衅一案，樊增祥命令蒲城县现任知县遵照指示提讯宋氏及赵五等到案，把他的裁判当

堂吩谕明白，勒令具限营葬完案，对 “专打官话不体人情”的前任知县，应记大过一次。〔６７〕

　　由于害怕受到诸如樊增祥一类官员的斥责，州县官不但少报，甚至根本不予上报自理
词讼信息；有些官员为防止上司对其听讼不当给予驳斥，故意将一些纠纷极为细微、易于

审结的案件汇编成册上报，借此搪塞过关，令上级无由驳斥。

　　樊增祥曾有长期在州县理讼的经验，故对州县官上报每月自理词讼清册时可能出现的
掩饰有深入了解。在查阅三原县上报的清册时，樊增祥发现四月份该县有 １６起上控案件，
无一起自理案件。他质疑该县民众一整月怎么可能不打官司，或是因为该县令缺乏听讼能

力而民众不屑告状。樊增祥警告三原知县以后倘再如此率意填写，定行详撤不贷。在五月

份，知县每五日之中必报自理一案，不少不多，不合常情。樊增祥追问此系何等劣幕所为，

要求知县即日将之驱逐出署。〔６８〕

　　无独有偶，笔者发现西宁府循化厅同知于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九月呈西宁府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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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光绪三十四年考核为优等的十九个州县中，当年词讼数量多的 ６７６起，大部分在 ２００起以上。参见吴
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８页以下。这个数据亦比陕西各州县
上报的词讼案件数多很多。

参见前引 〔３２〕，樊增祥书，卷十 《批临潼县李令自理词讼月报清册》。

同上书，卷十二 《批留坝厅词讼册》。类似受其批评的还包括澄城县令、华州知州、韩城县令、阳县令、

白河县令、临潼县令以及江苏泰兴县令等，参见此书，卷十四 《批澄城县杨令词讼册》 《批华州褚牧词讼

册》；卷十八 《批韩城县张令瑞玑词讼册》；卷四 《批阳县民党丰娃呈词》 《加批阳县民党丰娃呈词》；

卷一 《批白河县文童彭金鳌呈词》；卷十三 《批临潼县词讼册》；卷二十 《批泰兴县详》。

清律相应条款参见 《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乾隆四十三年定例。

前引 〔３２〕，樊增祥书，卷十八 《批长安县详》。

同上书，卷五 《批商州张护牧家骥详》《批山阳县刘令禀》。

同上书，卷五 《批蒲城县陈令禀》。

同上书，卷一 《批三原县六项月报清册》。



词讼清册，记载新收两起民事案件，当月审结。〔６９〕第二年四月，循化厅同知呈西宁兵备道

自理词讼清册，记载新收两起民事案件，亦当月审结。〔７０〕两月审案数目一致，这与三原县

的做法近似，不禁令人怀疑循化厅同知在自理词讼清册中做了手脚。从樊增祥等的经历举

一反三，可推知清代中后期，全国各州县不遵例上报自理词讼实情的现象普遍。

　　樊增祥对州县官的训诫似乎取得一定效果。此后，该省一些州县上报的案件数量较之
前为多。他特意赞扬咸宁、长安 “两首县近在同城，向不造送月报清册，今亦虚心就正。”〔７１〕

但是，这种基于州县官呈报词讼清册的文本监督，其效果值得怀疑。如果州县官一方面并

不及时结案，另一方面却在幕友协助下，将自理词讼清册精心制作、巧于包装，使之看似

天衣无缝，实则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樊增祥初任陕西布政使时，谴责各州县官在自理词讼清册中普遍少报或瞒报案
情，侧面反映此前包括道员至督抚在内的多个监督者工作失职。这意味着，多数州县官在

樊增祥接任此职务前，不造送清册或少报案件乃是常态，违法官员亦未据 《钦定吏部处分

则例》等受到相应处分，此刻仅因樊增祥的临时督促，方有所改观，这种监督有典型的人

存政举、人亡政息特色。据之推论，当类似樊增祥这样的官员调离，一切终将依旧。甚至，

樊增祥本人在文集里展示的形象，难免有作秀嫌疑，以收扬名后世之企图。

　　以晚清樊增祥关于自理词讼清册制度的实践，探讨省级官员如何监督州县官及时听讼，
可能会被认为以偏概全。毕竟，“晚清”与 “清代”，“陕西”与 “全国”是两对不同的时

空概念。但是，一方面，从时间上而言，学者指出，早在乾隆年间，江西等地知府对州县

自理词讼循环簿册的监管多流于形式。〔７２〕另一方面，从空间上而言，陕西州县官听讼中诸

如积案等弊端显非地区特例，诸多文献对此问题可相互佐证。比如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年）御
史董俊翰奏称：“各省呈控案件，亟应迅速审结，以清庶狱。近来各州县，……其寻常词

讼，辄置不理，以致小民含冤莫伸。”〔７３〕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年），皇帝谕内阁： “广东各州
县，延搁词讼，已成痼习。”〔７４〕刚毅亦认为：“州县自理词讼，……常见一纸入官，经旬不

批，批准不审，审不即结。及至审结，仍是海市蜃楼，未彰公道。徒使小民耗费倾家，失

业废时。”〔７５〕这些言论表明，各州县词讼稽延尘积，官员为规避上级查处，在每月自理词

讼清册中少报案件乃普遍现象，历年各级上司对州县官听讼的监督效果有限。

五、受理上控监督州县官清理积案的效果

　　与仅披阅州县官申送的自理词讼清册不同，督抚等省级官员若认真受理上控案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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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参见清代循化厅档案，青海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１８３８４－４６３００１－０７－３６０６（９－１２） （序号分别为：顺序
号、档案馆代号、全宗号、案卷号、页号）。

参见清代循化厅档案，青海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８３９０－４６３００１－０７－３６０７（１２－１５）。
前引 〔３２〕，樊增祥书，卷十四 《批咸长两县词讼册》。

参见前引 〔８〕，魏淑民书，第６９页以下。
《清实录》第５３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版，第１８１页。
同上书，第５９４页。
前引 〔２５〕，刚毅书，卷一 《听讼 （附告示）》。



不是仅审阅经幕友语言修饰、包装的文本，〔７６〕将有机会直接发现基层积案等实情。陈宏谋

曾指出：“赴上控告者，……已告而未审者，上司察核月报册内，如捏造已结，立即指名行

提县承究处。如原造未完，即发签勒限十日内审结，于该月自理词讼内登覆 ‘某日完结’

字样通报。”〔７７〕受理当事人上控案件，同时比对参照该当事人所在州县申送来的自理词讼

清册，应是省级高官获取州县官听讼实况的重要渠道。

　　依据当时制度，户婚、田土等案件虽称州县官自理词讼，但只要当事人不服，理论上
可上控至府、道、司、院。若上司认真受理上控案件，一定程度上可成为制约州县官司法

恣意的途径。州县官在听讼时，就得考虑将来面临上司监督带来的潜在压力。乾隆朝著名

幕友万维翰认为，官员批发词讼如 “持论偏枯，立脚不稳”，就算案件当事人 “不至上控，

造入词讼册内，亦难免驳查。”〔７８〕

　　不过，与田土、钱债案件有异，对于涉及纲常名教的立继争产婚嫁等上控案件更有可
能受到上司关注，官员更有可能引法为据，单纯的钱债纠纷常被官方视为细故，官员未必

对此作出是非曲直分明的裁判。〔７９〕《樊山政书》所述官员因严重错判受到樊增祥谴责或记

过，案件大都与立继争产婚嫁有关，此类案件直接关系到传统社会伦理纲常名教的维护。

正如清人所言：“词讼涉于伦常者，最须加意，盖风化之原系之矣。”〔８０〕徽州知府刘汝骥在

“遇有关风化案件，必反复批示，至数百言而后已。”〔８１〕此类案件的判定法有明文，受儒家

文化浸淫的官员 （如樊增祥）高度关注，当属情理之中。〔８２〕

　　但对于大量纯粹的钱债纠纷，樊增祥往往驳回上控，或仅批令县衙重新查处，很少作
出裁判，更少因州县官员错判而给予责罚。比如，他先后驳回紫阳县马家骏为买卖田地钱

财而提起的上控、〔８３〕定远厅李张氏为买卖田地的上控、〔８４〕白河县民潘裕后为数十串钱引起

的上控、〔８５〕渭南县李世德为田土官司提起的上控。〔８６〕何士祁 （道光年间曾任江苏元和知

县）指出，不同案件类型在官员心中的重要性存在着显著差异： “词讼无论烦简，皆甚丛

杂，而其紧要者不过数端：一为上控之案，一为伦常重案，一为斗殴伤重之案，一为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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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清代官员听讼时的文字处理及申送上司的文件多由幕友代劳。张集馨任雁平道道员一职时，发现前任 “口纯

言涩，狱不能折。斯幕伪作点单，捏写供词，具详完结”。参见前引 〔１７〕，张集馨书，第 ４５页。这方面的
研究，参见 ＬｉＣｈｅｎ，Ｌｅｇ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１６５１－１９１１，３３（１）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１－５４（２０１２）．
前引 〔２４〕，徐栋书，卷十八 《刑名中·越告》。

（清）万维翰：《幕学举要·总论》，清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刊本。

如针对李县令于朱张氏和朱维保、朱维有兄弟觊业霸继一案所作的裁判，樊增祥指示富平县李县令 “凡觊产

争继、欺孤蔑寡之案，专照争继之例”。参见前引 〔３２〕，樊增祥书，卷十九 《批富平县李令嘉绩禀》。

（清）王景贤：《牧民赘语》，义停山馆集本，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９册，黄山书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５１页。
前引 〔５２〕，刘汝骥书，卷十 《禀详·徽州府禀地方情形文》。

比如涉及白河县彭金鳌、彭贵玉立继争产案的 《樊山政书》卷一 《批白河县文童彭金鳌呈词》、涉及长安县

逐夫夺产的卷四 《批长安县民曹发有控词》、涉及婚嫁纠纷的卷七 《批咸宁县民闵福成呈词》及卷七 《札十

二府州》、涉及家族争产的卷十 《批西安府详》、涉及绝业争继的卷十 《批渭南县详》等案，樊增祥都不同程

度指责原审官员误判或错判，并且提出详细处理意见。

前引 〔３２〕，樊增祥书，卷一 《批紫阳县民马家骏控词》。

同上书，卷一 《批定远厅民妇李张氏控词》。

同上书，卷一 《批白河县民潘裕后控词》。

同上书，卷三 《批渭南县民李世德控词》。



局诈之案与命案盗案而已。命盗案例有限期，势难迟缓，其他案则见官之勤惰焉。”〔８７〕单

纯的财产纠纷往往被官员忽视。

　　通常，督抚等上级官员并不亲自审理大部分钱债等上控案件，而是转发原审机构再审，

其结果则很不乐观。乾隆初年在河南任巡抚的尹会一称：“本都院披阅各属案件命盗等事，

例限綦严，尚知黾勉办理。至于外结事件，一详之后，累月不覆，则州县自理词讼更可知

矣。”〔８８〕乾隆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年），皇帝指出：“乃近来民间词讼，经州县审断后，复赴上

司衙门控告者，该督、抚、司、道等往往仍批交原审之府、州、县审办。在该州县等，心

存回护，断不肯自翻前案。即派委邻近之府、州、县会办，亦不免官官相护，瞻徇扶同。”〔８９〕

由原审机构再审的结果，要么是原审机构维护此前判决，要么案件石沉大海。因此，结合

州县官上报的每月自理词讼清册，上级衙门受理上控案件以监督州县官及时听讼，最后也

大都流于形式。以 《樊山政书》为例，可以看出省级高官一方面对州县官员因循迟延以致

大量积案深刻洞悉，同时又反感小民扰乱行政程序的越讼行为，最终表现为对越讼和上控

的少有受理和严厉申斥。〔９０〕

　　上述种种机制失灵，其原因何在？

六、上级监督失灵与官员的利益同盟

　　从制度文本而言，州县官听讼面临本省多层级上司监督的压力。多层级监督似乎能对

州县官积极应对词讼尘积带来巨大动力。但研究表明，这并未带来预期效果。

　　笔者认为，地方官结成利益同盟，致上司监督州县的效果有限。如学者谓，就每一级

官员命运而言，通常，直接上级而不是最高层有真正的决定权和处置权，这种安排容易导

致相邻行政层级的官员串谋，便于他们共同对付上级，加大上级监督的困难。〔９１〕具体而

言，州县官虽由朝廷任命，天高皇帝远，日后决定地方官升降奖惩的信息来源，却由其所

在地方的上级提供。〔９２〕因此，本地相邻级别的上下层官员将基于自我利益而合谋，〔９３〕甚至

通过集体腐败实现 “集体政治安全”，〔９４〕致监督者的监督被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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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前引 〔２４〕，徐栋书，卷十八 《刑名中·词讼》。

前引 〔３４〕，尹会一书，卷一 《饬速结案》。

《清实录》第２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版，第６８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８〕，魏淑民书，第５７页。
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５页以下。
瞿同祖指出，在所有省份，每三年一次 “大计”，对地方官的政绩进行评估，均由其直接上司———知府、直隶

州同知或分巡道写出，呈交给布政使和按察使，二者再附上他们的评语后呈交给总督或巡抚，督抚将核定后

的评估意见上交给吏部。参见前引 〔４５〕，瞿同祖书，第６０页。
这方面的事例甚多，比如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年）林则徐升任云贵总督时，仅收下张集馨送的贺礼。林与张
交往甚密，私下向张泄露其不久必升迁的机密信息，因为 “去年密考，余曾切实言之矣”。两个月后，张果

然升任四川省按察使。参见前引 〔１７〕，张集馨书，第８５页。张集馨与四川总督琦善颇有交情，道光二十九
年 （１８４９年）琦善回复军机大臣关于对四川布政使陈士枚的考察时，认为陈士枚在清理款项方面才能不如张
集馨，事后，琦善将此密奏向张泄露。见此书，第１０７页。
比如道光二十八年 （１８４８年），四川犍为县已撤县令朱在东被查出亏空款项达九万余两白银，其扬言历任将
军、院、司、道、府等均收受馈送，且手握证据，欲以此京控，致总督琦善无从下手，最后仅以降职从轻处

分。同上书，第１０３页以下。



　　皇帝对官员结盟的缘由洞若观火。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皇帝再次饬令各地官员及时

审结词讼时就指出：“地方有司词讼纷繁，其历年积压者，更不知凡几。州县惟知以逢迎交

结上司为急务，遂置公事于不问。……而督、抚、司、道等亦只知收受属员规礼，并不随

时督查，上紧严催。”〔９５〕皇帝虽知实情，然面对地方官僚集团的积习却无可奈何。如学者

指出，清代官场是由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 “人情关系”搭建起来的网络，可以说，这张

网络更是由 “利益关系”粘合起来的共同体。其中，督抚既可以成为地方官员的保护伞或

庇护人，也可以成为地方官员的监督者和惩罚者。在规避朝廷的控制上，省域之内的官僚

群体彼此达成共识，冀以摆脱包括皇帝在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并在司法制度空间中谋求自

身的利益最大化。〔９６〕

　　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在接到新任巡抚金光悌奏称本省积案现象严重后，皇帝认为

巡抚、两司大员受其重任，今吏治疲玩，应示以惩儆。该省高官除景安、温承惠、张师诚

等或未经到任，或到任未久，不必惩处外，秦承恩在该省巡抚任内最久，先福久任布政使，

屡屡维护巡抚，二人均应交吏部议处。秦承恩与先福是相邻层级官员相互串谋的典型。皇

帝饬令每位 “督、抚莅任伊始，即将该省未结之案，通行详细查明，究有若干起。一面设

法赶办，及早清厘，据实具奏，以便酌核办理”的要求难以见效，原因在于新任督抚上报

本省前任未结案件时，不得不考虑自己在其它省任职时同样可能存在积案问题。

　　同年，嘉庆在上谕中指出，“温承惠到直隶省后，查明直省积案甚多，将藩臬两司奏闻

参处。而其前在福建巡抚任内，本衙门即有未结之案。现经张师诚奏查，将来亦应惩处。

……张师诚既知查明旧时积案，设法清理，务当言与行符，……切不可始勤终惰，徒托空

言，以致将来尘案累累，久而愈积。一经后任查奏，又为温承惠之续也。”〔９７〕至嘉庆二十

四年 （１８１９年），温承惠终于被新任山东臬司童槐奏报滥禁无辜，清理积压案件严重不力，

温承惠因此被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９８〕查处者反被他人查处，他们的教训足以启示其

他省级高官：为避免彼此相互 “揭短”、一损俱损，官官相护才是最优选择。皇帝指出：

“但该督、抚等又不可因江西省现因查出积案太多，各罹处分，遂不核实奏明，以多报少，

更蹈欺饰重咎。”〔９９〕皇帝的这种隐忧，恰表明官员间相互隐匿词讼尘积问题，官员跨省流

动，使监督和揭发前任的方式难有收效。

　　比如，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年），给事中袁玉麟奏称，近来外省于上控各案，延不亲提，

以致纷纷京控，原因在于官员间碍于情面，甚至收受陋规，为所挟制。江西广信府向有提

案规礼，各下属每年馈送本府自一千两至数百两不等，一受此规，遂碍于提审控案，州县

自理词讼，本有填注环簿，呈送府、州查销及巡道稽核之例，各省全不奉行。为此，道光

下令江西等省督抚查核。事后，江西巡抚奏称不存在上述事情，遂不了了之。〔１００〕

　　州县官听讼违背时限，负有监管职责的上级官员要承担连带责任，如前文所引 《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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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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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实录》第２８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版，第８０９页以下。
参见徐忠明：《内结与外结：清代司法场域的权力游戏》，《政法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７页以下。
前引 〔１３〕，《清实录》第３０册，第３９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２８〕，《清实录》第３２册，第７８３页。
参见前引 〔１３〕，《清实录》第３０册，第２８７页以下。
参见 《清实录》第３７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版，第１１４６页以下。



吏部处分则例》，州县官所立号簿将自理词讼遗漏未载、不明白开载案由、有心隐匿或将未

结之案捏报已结等情况，巡道、府州如不查揭，应受到行政处罚。这种严苛的连带责任机

制，将驱使地方官僚集团整体规避法律。清律规定，捕役诬良为盗，上至州县、督抚都要

负责任，此种规定甚严，一旦动辄得咎，整体性的回护规避不可避免。〔１０１〕多层级官员监督

基层听讼的制度设计，最后以落空告终。

　　以官员的具体仕途经历为例，道光至咸丰年间，张集馨在山西的前任们从不主持审判，
积案如山；在四川，自理词讼相关证人亦被关押于卡房，不胜苦痛；川省官员对罪犯行刑

往往由喜怒任情决定，有的官员对自理词讼 “一概高阁”。〔１０２〕但是，张集馨除了在自己的

日记中私下批评这些违法者外，作为上司，他并未依职权给予惩处，亦未依法律要求向上

级揭发。张任四川按察使时，遂宁县知县办理盗案差点陷人于凌迟重罪，却未被参处；仁

寿县知县概行监毙十五位无辜者，张虽认为 “予以撤任不足蔽辜”，却未建议上司依法给予

更严厉的惩处；张明知犍为、金堂、南川等县 “以非盗为盗”，亦未给予任何惩处，只是满

足于自己 “万不敢迁就属员，草菅人命。”〔１０３〕作为按察使，监察、纠举违法下属为张集馨

的本责。同样，樊增祥曾多次批评州县官在词讼册中故意少报案件、胡乱判案，除了对少

数几人记过外，亦未依据诸如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提请督、抚或朝廷参处州县官。

　　在串谋的激励机制下，州县官讨好相邻上级，输送陋规，成为决定其仕途晋升的关键。
作为回报，上级官员庇护下属，甚至应州县官请求，将上控案发回原审，以免影响其名声。

这种缘于官官相护结成的利益团体，面对中央要求彻查自理词讼弊端时，地方高层大事化

小，小事化无。相反，那些严格遵照中央政令，突破陋习清查积案的官员，因危及官员集

体利益，易成被攻击对象。比如，嘉庆年间山东一位童姓按察使在任一年，审结此前二十

余年积案千余起，并审结本任内积案一千八百起。此后这位按察使招致中外忌嫉，最后在

通政使司副使任内被旧属攻击，吏部议处降四级调用。〔１０４〕这些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强化

了地方官僚集团的惰性，并进一步捍卫自身利益。

　　巡抚或总督这样的地方高官被要求派出监督者，如派分巡道考核州县官听讼实情，或
朝廷委任新的监督者，比如派出御史考查巡抚或总督监督州县司法的效果，无不需要支付

巨额成本。其结果，便是朝廷不得不就此妥协，只是选择性地惩治那些监督州县官严重不

力的个别官员，同时持续下发各类催促地方官公正审案、清理积案的上谕。这种上谕是否

能够收到效果，皇帝本人最后也深表怀疑。嘉庆在位时，多次发布饬吏治而清庶狱的上谕，

但就算是他，也无可奈何地感慨，这些上谕到了 “督抚衙门，一览了事，束之高阁。予可

欺，天可欺乎？”〔１０５〕

七、体制欠缺与客观因素制约

　　朝廷强化垂直的司法控制，对州县官听讼设置多层监督。朝廷每任命一位州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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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一次性将所有地方权力发包给了州县官，〔１０６〕导致州县衙门 “一人政府”高度集权模

式。〔１０７〕下放权力同时意味着权力滥用，多层监督听讼，是中央避免州县官权力滥用的重要

机制，这是多层监督机制存在的内因。明面上，州县官听讼面临多层监督，压力重重，汪

辉祖所谓 “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就是这个道理。但多层监督导致了上层司法控制

能力的递减，造成了司法文牍主义，多层监督最后蜕变成形式主义。

　　清人称：“万事胚胎皆在州县，至于府、司、院，皆已定局面，只须核其情节，斟酌律
例，补苴渗漏而已。”〔１０８〕只有基层的县官是管事的，县官之上的官员都是管人的。论者谓，

上下级政府的事权是层层发包和监督、职责高度重叠和覆盖的关系。逐级发包的任务最后

落实到最基层的承包方具体实施，它之上所有发包方都只是在传递指令和监督执行。〔１０９〕省

级高官大都只是在向下层层传达朝廷指令，比如皇帝关于清理积案、维护司法公正的上谕，

以及层层向下监督官员的听讼实况。然而，繁琐的司法监督反映了上级对下级不信任，叠

床架屋式的监督无人负责，相互推诿，流于形式，甚至给制造错判增加机会。

　　多层监督听讼表面看，为催促州县官及时应对词讼尘积带来压力和动力，实质上却便
利负有监管职责的官员上下其手。户婚、田土及钱债案件虽号称州县官 “自理”，但从法制

要求和理论上而言，他们裁决此类案件有多个上级机构监督。多层监督强化了上司对州县

官听讼的影响和支配，致使下级官员对上级产生依赖，增加州县官听讼中不负责任的倾向，

降低听讼活动的效率。为避免听讼产生的风险，州县官甚至直接请示上级就个案判决作出

指示，〔１１０〕这种监督可能制造更多的擅断与枉法，无助于解决词讼尘积问题。

　　再次，监督州县官听讼，存在明显的行政化和 “人存政举”特征。上级监督州县官听

讼，并非基于上级官员法律知识的权威，而是基于长官的行政权威，等级特征明显。州县

官听讼活动深嵌于行政管理体制之中，行政管理体制在衙门履行司法职能时起决定性作用。

作为行政事务的一部分，下级听讼与上级监督是行政意义上的隶属关系，即指导与被指导、

监督与被监督。上级衙门监督州县官听讼是否有效，高度仰赖某一特定上级官员的治理能

力、责任心或自身素养等个性因素。因此，司法实践的良性发展与某一清官或 “能吏”密

切相关 （如樊增祥）。

　　 “一人政府”模式的清代州县衙门，无其他同级机构横向监督州县官听讼，州县官高

度集权导致纵向高压监督。这种监督主要由直接上级进行，监督成效取决于上级官员。这

导致正反两种效果：个别情况下，出现诸如樊增祥一类官员时，则人存政举；多数情况下，

地方官僚消极怠政，则人亡政息，导致底层积案越来越多。

　　同样，清代历任皇帝对待基层听讼的态度，对这种监督机制有决定性影响。有清初建，
生齿不繁，纠纷尚少，加上皇帝对地方官好收词讼的批评，朝廷督促省级高官监控州县官

清理积案的力度不大。清中后期，诸如词讼尘积等弊端加剧最高统治者自身合法性的危机。

如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年），皇帝接到御史关于州县司法奏报后指出： “迨负屈小民屡次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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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犹复辗转悬牌，拘传守候。致胥役从中讹索，人证等被累无穷，实为怠玩恶习。”〔１１１〕

皇帝扩展京控渠道 “以达民隐”，强化作为天子的统治正当性，关注地方官员及时听讼与公

正审判。

　　面对广土众民，朝廷难以直接获取基层官员听讼的真实信息以之作为监督州县官的凭
据。清朝中后期皇帝逐渐开放京控渠道，目的之一为 “以达民隐”，希望获取地方真实治理

状况，监督司法活动。朝廷受理京控可能得悉民间隐情，但民众京控各有诉求，并不会刻

意迎合皇帝的政治目的，夹杂于其间的，是数不胜数的夸大其辞、诬告、作伪或者纯粹的

子虚乌有。〔１１２〕要从京控中剥离出那些足以传达 “民隐”的有限真实信息，作为监督基层听

讼机制失灵后的替代，将大大增加中央官员的工作负担，就算是这样也无法实现皇帝初衷，

于是中央只好再度限制京控。自理词讼当事人上控或京控，其结果大都不外乎发回原审机

构或原审机构上级 （府、道）再审。

　　最后，皇帝发布饬令各省督抚监督州县官及时结案的上谕时，较少考虑到诸如清中期
之后，州县衙门司法经费有限、生齿日繁和纠纷增多 （尤其是江西、福建等中国东南部）

等诸种客观制约因素。学者谓，有清二百多年，财赋主要仰赖小农经济的状况未发生根本

改变，随着人口压力迅速增大，为更好的安排并有效发挥刑名体系，在压低成本的前提下

维持较高水平的社会治安，清朝设计了自认为齐整而高效的理想刑名体系。但这样的制度

设计更多是朝廷一厢情愿的理想状态，嘉道以后随着社会矛盾尖锐、州县经费不足、政权

控制力下降等问题的加剧，刑名体系中地方部分率先异化，各省积案累累，人民京控不

断。〔１１３〕

　　包世臣分析地方官应对自理词讼和命盗案件时指出：“查外省问刑各衙门，皆有幕友佐
理。幕友专以保全、居停、考成为职，故止悉心办理案件，以词讼系本衙门自理之件，漫

不经心。……此皆是词讼为无关考成，玩视民瘼。”〔１１４〕包世臣认为，命盗案件需要经过一

系列审转覆核机制，地方官的审判将受到上司监督，相关评价与考核影响其仕途升降。自

理词讼仅由地方官每月向上级申报词讼清册，有诸多机会瞒报、少报甚至不报，审结自理

词讼并非决定仕途径升降的重要因素。在实践中，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年），湖北省按察司称：
“乃近阅各州县详解案件，率多迁延。……且闻有正凶已获，久羁囹圄，并不审办。仅按限

开参，或俟其瘐毙，含混了事。甚至报案之后，翼其和息，不缉正凶，图省招解。”〔１１５〕在

按察司看来，州县官处理命盗案件的审转尚顾及不暇，左支右绌，遑论自理词讼。学者谓，

清代没有专门地方财政，凡是解往府、省的徒流死刑犯人，每案所费巨大。这些费用多系

官员捐俸，或是补役、解差垫补。是以，州县中不论官、吏，出于经济考虑，也很不乐意

生事，命案常嘱贿和，大盗改为偷窃。且既然需要衙役补贴公费，州县官对衙役的管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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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就要大大松懈，甚至纵容他们勒索事主，以致地方积案累累。〔１１６〕

　　清初至清末，人口由约一亿增至四亿，拥有权限听讼的州县官数量无相应增加 （始终

保持在一千二至一千五百位左右），因此，绝大部分州县官及时结案日愈成为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１１７〕面对这些变动不居的因素，中央铁板一块的应对思路从未改观。制度虽然被迫在

细节处有所调整，如清中后期出现发审局这样的新机构，但其主要是按察使职责的复制品，

为督抚处理省内重大案件往来，〔１１８〕并非应对州县官清理词讼积案的产物。制度未曾革新，

朝廷几乎唯一措施，主要是发布督促地方高官厉行司法监督的上谕，最后均被官场自有逻

辑连同客观制约因素消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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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小悠：《同级集权与纵向监督：清代法制体系的设计、权变与评价》，《天府新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
６７页以下。
赵晓华认为造成积案问题的客观性因素有战争和人口增长等。参见前引 〔２９〕，赵晓华文，第 ２３页以下。本
文不再详论，但她未指出皇帝的努力基本对这些制约因素视而不见。黄宗智注意到，清代民事审判制度是在

相对简单的小农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它颇易对付诸如十九世纪宝坻那样的地方，却不易应付像十九世纪晚期

的淡水—新竹那样的较复杂的社会，诸如十八世纪福建地方官为词讼而不堪负重。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

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０页。这种南北词讼数量的显著差异，另
参见 （清）袁守定： 《听讼·南北民风不同》，载前引 〔２４〕，徐栋书；前引 〔７８〕，万维翰书，第 ３页；
（清）李方赤：《视己成事斋官书》卷十一 《访籋讼棍衙蠹示》，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参见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１６４４—１９４５年的中国》第４卷，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２８
页以下。


